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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璟及族裔与明末清初江南曲学格局的变貌
*1

陈志勇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在明末清初的曲坛上，沈璟是公认的领袖，其尊崇地位的达成并非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曲学建树和人格

魅力，沈氏族裔表现出的“家学”整体成就和家族文化凝聚力，以及以世族联姻为纽带对外传散曲学影响，都是不

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沈璟“隐于词”的生存方式与“圣于词”的曲学理想，对家族曲学传统的开启具有重要意义，

而以沈自晋为首的族裔在《南词新谱》编纂过程中阔大开放的纂谱思路和做法，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沈氏曲学的地

位及影响。明末清初，沈氏族裔与其他江南世族的联姻则是“家学”向外扩散的新路向，助推了江南曲学活动家族

化新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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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腔的隆兴和缙绅“留意声律”潮流的裹挟下，晚明文人戏曲的繁盛翩翩而至。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指出，万历时期

由于有吴江沈璟、无锡吴澄时、太仓张新等名宦的示范效应，留意声律成为士大夫“犹秦晋诸公多娴骑射”
［1］627

般的基本修养，

文人顾曲娱曲成为江南的文化风尚。在这个时代风尚的中心，沈璟(1553－1610 年)及其族裔的曲学建树和家族传散效应尤显突

出。吴中沈氏家族的曲学传统，由“词隐开疆，鞠通继之”
［2］
，延宕至清初，历经百年，渐成吴中曲学渊薮，沈氏曲学亦被视为

其“家学”(沈自晋《重定南词全谱凡例》)。沈氏家族内部的曲学活动以及与周边曲家的交流，构筑为具体的雅集场域，客观

起到确立曲坛身份、扩大曲坛影响的效果。沈氏家族与其他世族之间的联姻，则将这些单个的曲学活动场域叠加成文化潮流向

外传散，催生具有时代特色的江南曲学格局新貌。鉴此，本文无意于重衡沈璟及其族裔的曲学剧学成就，也不着意于讨论沈氏

家族与江南世族的文学互动，而更多地关注沈璟开启家族曲学传统的内在机缘，沈氏族裔传承“家学”传统的内生动力，以及

沈氏曲学传统对外传散的内部机制，以期深化沈璟在明末清初江南曲坛产生深远影响的认识。

一、沈璟“隐于词”与家族曲学传统的开启

“词隐生”是沈璟万历十七年(1589 年)辞官归乡后的自号，以此标举自己“隐于词”。这里的“词”主要指曲。对于沈璟致

仕后的自号，沈德符有所关注，认为他“抑慕而效”自号“大梁词隐”的北宋词人万俟雅言
［3］643

。沈璟的从子沈自晋在《南词

新谱》凡例“遵旧式”首句即云“先吏部隐于词而圣于词”(《重定南词全谱凡例》)，点明沈璟之于曲学的人生态度。“隐于词”

三字透露的既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沈璟里居时，身居简出，“屏居深念，与世缘渐疏”
［4］127

，同时将自己的“感

概牢骚之气，发抒于诗歌及古文辞”
［5］157

。简默自守的“词隐”生活方式，映照出沈璟人生特殊阶段的个体选择和独特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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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沈氏家传》看，沈璟致仕后选择“隐于词”的生存方式，与其家族传统和个人际遇有很大的关系。父祖辈对待“中第”

与“落第”、“出仕”与“致仕”出处两便的家风，直接影响到沈璟“隐于词”处世哲学的形成。吴中沈氏家族是江南“诗礼相

承，科名不绝”
［4］257

的阀阅世家，沈氏子弟既有积极科试、扬名立万的一面，也有售技不成、甘于隐逸、留意歌诗的另一面，《沈

氏家乘》多有记载，不赘引。父祖辈倘徉于经济仕途与归隐林下的圆融处世方式对沈璟影响至深，然沈璟致仕后选择“隐于词”

的生活方式，更多导源于他独特的人生体验和个体感受。从宦历看，沈璟屡遭挫折，万历十四年(1586 年)因疏请立储而被贬三

级，十六年(1588 年)又卷入戊子乡试案，遭到弹劾，二十一年(1593 年)继遭京察黜免。致仕居家之后，又遭遇族嫂夺子的变故，

系列的官场挫折和家族纷争，给性格内敛自持的沈璟造成很大的心理打击，沈璟给自己取号“词隐生”、“聃和”。《沈氏家传》

记载:沈璟“晚乃更习为和光忍辱，即恶声相加，亦笑遣之，不与校。改字聃和，非无谓矣。”
［4］127

《吴江县志》也有类似的记载
［6］

。“聃”即老聃，“聃和”即谓用道家和光同尘的境界来标示自己无所计较、不计名利、超脱物外的胸襟和意指。沈璟的幼女

沈静专曾回忆他父亲即便晚年“贫无饘粥”，亦是“陶然一室，锐意咏歌”。对于她的不解，沈璟“以若所言，是庄生所云适人

之适，而不自适也”
［7］

，诸语作答，父亲的一席话带给沈静专很大的震撼。后来她领悟到父亲“自适之旨”的隐逸意境，是导源

于“庄生自适”，是摆脱尘世名利得失的束缚，追求自我世界的自足自得、自娱自乐的人生境界。沈璟以曲学为载体，追求“自

适之适”的人生境界，在和他的学生李鸿对话中也有阐发。李鸿(1559－1607 年)问沈璟尚未实现兼济天下、造福百姓的理想却

“隐于词”，就坚信一定能遇知音?沈璟笑答:我和你不正为世之所称“同调”，况且即便无知音，能“和歌以拾穗，聊共适其适

耳”(李鸿《南词全谱原叙》)，也不枉是人生之乐。无论是这段师生间谈话还是父女的谈心，都能真切地感受到沈璟已经跳出

了“适人之适”的藩篱而追求无功利“自适之旨”的隐逸人生。

基于“自适之适”的人生体味和生活态度，沈璟从三个层面构筑自己“隐于词”的精神家园:一是蓄养家乐，自娱自乐。其

同年及亲家李应徵
①2
，路过沈璟家对其家乐有描述:“新声奏逸响，妙伎呈中央。主人词坛雄，乐府兼擅场。”

②3
李应徵除赞颂沈

璟家乐的美妙，更强调了主人在词坛的地位和精奥的声律修为。二是创作戏曲，奏之场上。沈璟居家期间，创作戏曲十七种。

三是订正曲律，编纂曲籍。他“屏迹郊居，放情词曲，精心考索者垂三十年”
［8］164

，一以贯之。这三个层面相辅相成，混为一体，

而考索曲籍，订正曲律则是核心。

沈璟选择“隐于词”的生活方式和娱曲、作剧当治律的实践活动直接影响了家族成员，在家族中起到示范效应，开启了沈

氏家族曲学传统。沈璟弟沈珂“弱冠蜚声黉序，每试辄高等”，但久困场屋，“既老，厌弃帖括，寄情声韵”［
4］151－152

。甲申(1644

年)之变，明清更迭，对于沈氏子弟而言是一种无可言状的切肤之痛；对新政权的敌视，采取的是士大夫最常采取的不合作策略

———隐逸。因此，诸如自晋、永馨、永隆、永禋等族裔，都采取了父祖辈传统的“隐于词”的处世方式。这些沈氏族裔面对

王旗变换而采取“词隐”生活模式集体延续了沈璟开创的“家学”传统，维系了沈氏在江南曲坛上的尊崇地位。这份“尊崇”

是以沈璟、沈自晋为核心，为数众多的同宗曲家共同拱卫的。从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的近百年，沈氏家族共出 48 位曲家
［9］32

。

沈氏族裔不仅创作戏曲散曲，亦相互唱和
［4］162－163

，甚至“兄妹每共登场”
［10］

；或父谱曲，子继之
③4
，加之沈璟、沈自友皆蓄有家

乐，家族的曲学氛围十分浓郁。

翻捡《沈氏家传》可知，沈璟是首位致力于娱曲、作剧和治律三位一体的族人，开启了家族曲学风气之先。同时，沈璟也

是“隐于词”时间最长、曲学成就最高的族人，加之他曾登进士榜，官居高位，壮年交游较广，在江南曲家中影响极大；致仕

居家后，沈璟待人谦和，族中威望极高。多重因素的叠加，其持续二十余年的曲学活动对族中子弟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和吸引

力，个体曲学一变而为沈氏“家学”。

2 ①李应徵之子娶沈璟弟瓒的次女。参见张溥《寿李母沈大君五十序》，《七录斋诗文合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 1387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07 页。

3 ②李应徵:《舟过松陵，沈子勺邀同顾别驾、王半刺诸公宴集作，兼呈长公伯英》，李稻塍、李集辑《梅会诗选》二集卷一，《四

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100 册，北京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34 页。

4 ③《鞠通乐府》“不殊堂近草”载，沈自晋晚年创作的散曲，注明“男隆代笔，稍为更定”。参见《续修四库全书》第 1739 册

影印吴梅藏抄本，第 4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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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沈璟“圣于词”与家族曲学理想的延续

沈璟“隐于词”开启了家族好曲乐曲的风气，但若简单理解沈璟归里后的人生志趣就是治曲填词自娱自乐，则未免片面。

出身士大夫世家的沈璟，文学艺术修养很高，《沈氏家传》对沈璟评价很高，在其小传中有云“(宁庵公)徒以‘词隐’名，此其

意岂浅夫所能窥哉?”
［4］127

意在提醒我们，沈璟治曲的目的并非完全是“出才人余技，本游戏笔墨间”
［3］643

、“享太平之乐，以其

聪敏寄之剩技”
［1］627

。那么，沈璟“隐于词”的真正意图又是什么呢?

联系沈自晋对沈璟“隐于词而圣于词”的评价，“圣于词”的字里行间似乎还包含着词隐先生不同寻常的人生志向。首先就

字面而言，“圣于词”可理解为“词家之雄”、“词作之雄”，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评点宋词诸家周邦彦、秦观、姜夔、

王沂孙各以所长，称雄于词坛
［11］

。若以此论，“圣于词”是否可以理解为沈璟的戏曲作品称雄于剧坛呢?然而，沈璟尽管创作了

十七种传奇，但“戏曲创作成就有限”
［12］294

。显然，“圣于词”不会指沈璟的剧作在艺术成就称雄于曲林剧坛。若换种角度联系

沈自晋紧接“圣于词”之后“词家奉为律令，岂惟家法宜然”诸语来看，沈自晋当是想阐明沈璟的曲学成就不仅仅被沈氏子弟

在创作戏曲时视为家学、“家法”严格遵守，亦为天下词家奉为“律条”。于此，无外乎是在标举沈璟在江南曲坛的领袖地位，

故“圣于词”似可理解为沈璟是曲坛“圣杰”。

然而，从沈璟订谱正律的初衷来看，“圣于词”更是一种曲学理想，涵蕴沈氏治曲的强烈时代责任感和文人的文化主体意识
［13］

。吕天成在《曲品》中说，沈璟“束发入朝而忠鲠，壮年解组而孤高。卜业郊居，遁名词隐。嗟曲流之泛滥，表音韵以立防；

痛词法之蓁芜，订全谱以关路。”
［14］

这里的“全谱”指沈璟编纂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除此，沈璟致仕后的 20 年内，还订正

编纂了曲学著作数部，涉及四个方面:一是曲律、曲体的研究著述，如《古今词谱》二十卷、《古今南北词林辨体》。二是南北曲

韵辑选，如《北词韵选》《南词韵选》十九卷。三是昆腔新声正韵，如《遵制正吴编》。四是作曲、唱曲技法指南，如《论词六

则》《唱曲当知》等。沈璟辑录编订这些曲学著作的目的，与编纂《南词全谱》如出一途，即如王骥德所言“盖先生雅意，原欲

世人共守画一，以成雅道”
［8］169

。正俗音“以成雅道”的音律理念，无疑是沈璟“圣于词”曲学理想的基础。弟子李鸿为沈璟《南

曲全谱》所作的“序”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沈氏“圣于词”的个中意味:

词隐先生少仕于朝，尝从礼官侍祠典乐，慨然有意于古明堂之奏，而自以居恒善病，去而隐于震泽之滨，息轨杜门，独寄

情于声韵。(李鸿《南词全谱原叙》)

李鸿提及沈璟“礼官侍祠典乐”的从宦经历，对他归隐后选择“独寄情于声韵”产生深远影响。沈璟于万历七年(1579 年)

补礼部仪制司主事，遂升本司员外郎，时年仅 27 岁
［12］304

。礼部仪制司专辖国家层面的祭祀、接待外使、皇帝登基、国丧等礼仪，

繁复隆重的国仪多伴有端正典雅的礼乐。尽管沈璟担任礼部仪制司主事及员外郎时间不长，但却恪尽职守，颇为投入，亲自校

勘的宗藩名封等文册，令老吏“每咋舌退”
［4］124－125

。正是有这种潜心为宦的体验，沈璟才会生发出“慨然有意于古明堂之奏”的

喟叹和期许。明堂者是天子太庙，“崇礼其祖，以配上帝者也”
［15］

，是先秦时期君王会见诸侯、祭祀祖宗的地方。古明堂之上，

制礼作乐；古明堂之奏，雅正端穆。悠远的“古明堂”，似乎寄予沈璟对古时雅正之乐的遐想、追寻，亦拨动了“以成雅道”曲

学理想的心弦。由此角度来看，“圣于词”更深层次的意蕴是以曲达圣，通过治曲正律，以补民间礼乐之疏失，匡正乐令之乖舛。

质言之，“圣于词”的曲学理想与“隐于词”的行为方式，构成沈璟曲学人生两个层面丰富的意涵。沈璟里居后“隐于词”

的活动开启了家族曲学的传统，而“圣于词”的曲学理想则提高了家族曲学活动的品味，赋予“隐于词”更深邃的内涵和神圣

的时代使命感。无论是“隐”还是“圣”皆化为一种家族传统，薪火相传，遂致形成颇具影响力的家族文化，受到江南缙绅士

夫的普遍称颂和接纳。

三、《南词新谱》的编纂与沈氏“家学”的光大

沈璟“圣于词”的曲学理想和治曲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升华为一种家学传统和精神源泉，演化为沈氏族裔承继家族使命



4

和传统的内在动力。主持编纂《南词新谱》的沈自晋即是显例，他的临终寄语折射出沈璟“圣于词”曲学理想对族裔的深远影

响:

向者，若肄举子时，是谱也。吾不若见，妄意若之。异日隶太常，诏雅乐，当进而洞析黄钟，肇明律历。庶几煌煌炜炜，

以勿坠我十五帝风，安用此游人冶女之什，唱和花间耶?不谓转眼沧桑，功名灰冷。秦淮明月，与烟雾同销；玉树清歌，并悲笳

互奏。能不顾怀周道，伤心昔游也!今而后，若姑从事此，以卒我志。(沈永隆《南词新谱后叙》)

这段遗言，是沈自晋长子永隆的记叙，有很高的可信度。沈自晋主持编纂《南词新谱》，正处于明已亡、清新替之时，续谱

工程浩繁，加之“烽火须臾，狂奔未有宁趾”，历经数载“乃成帙焉”(沈自晋《重定南词全谱凡例续纪》)。沈自晋延续家学传

统编纂曲谱如此不易，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是因为心中有大“志”，希望有朝一日能“隶太常，诏雅乐，当进而洞析黄钟，肇明

律历”，登上国家礼乐之堂，“勿坠帝风”。从遗言我们可洞悉沈自晋将正律纂谱视为向国效忠、建功立业的事业追求。他的这种

人生理念、价值取向，与其叔父沈璟“有意于古明堂之奏”的治曲理想一脉相承。

延续族中先人“圣于词”的曲学理想，也是沈自晋编纂《南词新谱》的缘起。自万历年间沈璟曲坛盟主地位的确立，在江

南曲家心目中，曲学即为沈氏之家学，然至沈璟《南词全谱》面世后四十余载的明清之际，词人辈出，新词日繁，《全谱》已难

满足曲家填词谱曲的需求，故而清顺治二年(1645 年)乙酉，冯梦龙造访沈君善(自晋堂兄)，建议沈氏后裔重定“沈谱”:

词隐先生为海内填词祖，而君家家学之渊源也。《九宫曲谱》今兹数十年耳，词人辈出，新调剧兴。幸长康作手与君在，不

及今订而增益之，子岂无意先业乎?余即不敏，容作老蠹鱼，其间敢为笔墨佐。(沈自南《重定南九宫新谱序》)

其实，冯梦龙曾有意举一己之力编纂《墨憨词谱》，然未竞，遂将遗编交送沈氏以作修谱参考。沈氏族裔启动《南词新谱》

的编纂，一方面与家学传统薪火相传的内在要求有关；另一面也与冯梦龙等曲家的激励是分不开的。基于这样的背景，沈氏族

裔遂推举“不屑俯首帖括”而偏嗜“词曲一途”(沈自友《鞠通生小传》)且继承了词隐先生衣钵的“犹子”沈自晋主持增补删

订《南词全谱》。就曲学成就和曲坛影响而言，沈氏族裔中鞠通生确为不二人选。从弟沈自南对沈自晋的评价在家族中具有代表

性:“及词隐没，而乐府一脉兄实身任之。”(沈自南《鞠通乐府序》)《吴江沈氏家传》也记载:沈自晋尝从沈璟东山之游，一时

海内词家“群相推服”
［4］195－196

。家传的记载不仅勾画出沈自晋在“词林”的“江湖地位”，亦传达出其在家学传统的承继上占有

先机。

尽管有沈自晋的主持，然一部卷帙浩繁的典籍，没有族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南词新谱》的编纂凝

聚了沈氏族裔集体智慧，而群体性参与的过程，渐次滋衍为家学传统承递、教育和更新的重要契机。《新谱》从顺治二年(1645

年)至十二年(1655 年)历经十一载，为数众多的沈氏族裔参与其间，参与方式有三种:一是有 18 位沈氏曲家的散曲、戏曲作品入

选其间，沈璟、自晋各 8 篇，永隆 4 篇，自继 3 篇，惠端 2 篇，余者瓒、珂、昌、自征、永启、永馨、永令、永瑞、绣裳、宪

楙、辛楙、静专皆 1 篇。入选的曲作，涉及含沈璟在内的四代人，入选作品的数量基本上与其曲学的成就相符。作品入选看似

是一种静态和被动的事件结果，然其背后却蕴含着很强的行为指向性:一是意味着沈氏族裔乐于将自己的曲作贡献出来供编纂者

挑选的共同意愿，而意愿本身就是一种参与家族公共事务的积极态度。二是包括沈自晋共有 42 位族裔参与了校阅工作。《新谱》

凡二十六卷，每卷卷首题署校阅人名姓，以沈自晋为坐标，同辈的有自继、自友、自南等 9人，子辈侄有永隆、永令、永馨等

23人，孙辈有宪懋、辛懋、世懋、欣懋等 4人。另有同邑同宗沈君谟、外甥顾来屏等 8 人亦参与其间。三是族裔撰写序跋凡例，

也是参与的一种特殊方式。《新谱》编讫待梓，族兄沈自南作《重定南九宫谱新序》聊志是谱编纂缘起、经过及付刻“缘艰”；

自友作《鞠通生小传》记自晋生平事迹；长子永隆作《南词新谱后序》，以亲子身份叙述父亲纂修该谱的艰辛和遗愿。这 3篇文

字加之沈自晋所撰《重定南词新谱参阅姓氏》《重定南词全谱凡例》《重定南词全谱凡例续纪》《古今入谱词曲传剧总目》，与正

文一道成为《南词新谱》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是研究《新谱》的重要文献，也是沈氏族裔参与《新谱》纂修工程的另一种形

式。



5

《新谱》的修纂，从形式和内容上是对沈璟《全谱》的修补和更新，从效果和意义上是对沈璟及沈氏“家学”传统和地位

的维护与巩固。沈氏族裔群体性参与编纂、校阅工作，《新谱》又有针对性地选收家族曲家的曲作，二者相辅相成，极好地延续、

弘扬了家族的曲学传统。《新谱》在卷首《古今入谱词曲传剧总目》著录族裔曲作时，有意识地以曲坛名家沈璟、沈自晋为参照

系来介绍他们，如介绍沈瓒“词隐先生仲弟”，推介沈自晋“词隐先生从子”，再往后的族裔则以沈自晋为坐标，永隆“伯明子”，

永乔“伯明侄”。总之，编纂过程凸显出鲜明的家族文化意识，继而与族裔的广泛参与，凝聚成一股族姓力量，共同强化了沈氏

家学在江南地区的社会知名度。

知名度的提升，还与参与编纂工作的核心成员对外宣传有密切关系。参与修谱的族裔沈自继、自南、自友、永隆、永馨，

都是名噪一时的文人名士，有着广泛的社会活动能力，他们与明清之际的顾有孝、叶绍袁、钱谦益、朱鹤龄、陈剑南、张溥等

名士交谊深厚
［16］

。每一位族裔在自己的社会交往过程中，理论上都成为对外宣传和推介《新谱》的信息源头。《新谱》在江南曲

家圈子中影响力的扩大，既来自于家族内部的群体性合作，亦裨益于数十年家学传统在江南曲坛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当沈氏子

弟散播出要重新修订沈璟《全谱》的消息，获得江南曲学同好的积极响应，如上海曲家范文若后人将其未刊稿悉数贡献出来，“悉

出家藏香令先生秘帙来”(沈自南《重定南九宫新谱序》)，冯梦龙家人亦送来先父遗稿《墨憨词谱》及华亭徐于室所辑古曲。

故而，《南词新谱》不仅遴选族中子弟的新作，也囊括“临川、云间、会稽诸家”新词(《重定南词全谱凡例》“采新声”)，真

正反映出明末清初数十年来曲坛的新成就和新变化。

在沈自晋的主持下，敞开大门兼容并蓄的纂谱思路和做法，不仅体现在吸收族裔广泛参与，竭力搜罗曲坛新作，还体现在

吸纳大批江南曲家和文士参与这项宏大的工程。据《重定南词新谱参阅姓氏》，共有 95 人参阅《新谱》。这份宏大的名单包含着

丰富的文献信息，是研究沈氏家族与江南曲家联系的重要切入口。首先，这 95 位参阅《新谱》的曲家除万历年间就活跃剧坛的

卜世臣、冯梦龙外，大多数是明清之交的曲家，他们的创作活跃期在康熙年间，而《南词新谱》付梓于顺治十二年(1655 年)。

某种意义而言，参阅“新谱”的经历对于年纪尚轻的他们是一次很重要的学习机会，为日后的顾曲治律奠定坚实的基础。足见

《新谱》对清初江南曲家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其次，参阅名单中 95 位曲家涉及 43 个姓氏，背后是二十多个江南世家。对于

他们之间的姻缘关系，周巩平先生在《江南曲学世家研究》中有详细的考订
［9］19－22

，在此不再赘举。再次，95 人籍贯全部为今

天江苏、浙江，也即所谓地理概念中所指的江南地区。具体看，沈氏家族籍贯地吴江有 31 人，加之同属苏州府辖地的吴县、长

洲、昆山及太仓等地，苏州府的参阅者共有 54人。毗邻苏州的松江府有 11 人，绍兴府有 9人，形成以沈氏家族聚居地吴江(吴

中)为中心，环太湖流域松、苏、常、杭、嘉、湖及太仓六府，外加绍兴府的地域分布规律。最后，《新谱》题款“参阅”即参

与校阅、参考阅读之义，意味着以上 95 位“参阅者”在《新谱》的编纂过程中以参考阅读者的身份接触过这部曲谱。参阅名单

牵涉人数达 150 人以上，涉及江南数十个大的世族，基本涵括了明末清初江南曲家的主体。

作为曲家填词的参考蓝本，沈璟所修《全谱》及族裔修订的《新谱》获得江南曲家的高度认同，显示沈氏曲谱的权威性和

通行性。这一局面的生成，得益于《南词新谱》的修订工作改变了沈璟纂修《南词全谱》依靠一己之力的方式，采取积极吸收

族裔参与、族外曲家参阅的做法，从而使得纂谱工程具备“群体合作”的宏阔气象。可以说，沈氏族裔开门纂谱的思路和做法

客观上巩固了沈璟开创的沈氏曲学的地位，为沈氏曲学向外辐射、扩散提供了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讲，由沈自晋主持编纂《南

词新谱》的过程和结果，在真实反映出明末清初江南曲学以世家传承新格局的同时，亦动态性地描绘出沈氏曲学传统延续光大

的历史图景。

四、“沈氏家学”传散与明末清初江南曲坛之变貌

沈璟矻矻穷年二十余载所取得的丰硕曲学成就，是他在明末清初江南曲坛获得尊崇地位的基础条件，但实际助推的因素显

然还不止于此。就其路径和方式而言，沈璟曲学领袖地位在明末的达成以及其曲学影响在清初的延展，是通过“个体扩散”与

“家族传散”两个路向获得实现。

沈璟的曲学影响可分居里和辞世之后两个时段来看。居里期间，其曲学影响力的达成，主体路向是“个体扩散”。沈璟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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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曲学建树，依靠地缘、学缘及举业、宦业的人际交流，完成向周边同乡、同窗、同业、同僚的曲学影响力的辐射。尤其是在

《南词全谱》等系列曲籍相继刊刻后，其曲学的影响超越同乡、同窗、同业、同僚的小圈子而向更广泛的文人个体、曲家群体

扩散。这一扩散过程因为应合了晚明时期传奇艺术隆兴，品牌效应逐步显现。

沈璟江南曲坛的盟主地位在明末已经确立，族裔沈自晋《望湖亭》传奇第一出【临江仙】词列出以沈璟为首的明末江南曲

家阵容:吕天成、叶宪祖、王骥德、冯梦龙、范文若、袁于令、卜世臣。这些曲家皆是晚明时期曲坛影响颇巨的人物，共同拱卫

沈璟在曲坛独标赤帜的领袖地位，故沈自晋特意强调相较之下汤显祖并不具备“称尊”(冯梦龙《曲律序》)之势。就以上 7 位

曲家与沈璟的交游时间来看，主要集中在沈璟致仕到辞世的 22年内，他们当中除了秀水卜世臣家族，在沈璟辞世之后与沈氏家

族有姻娅关系外，其他曲家都不存在姻娅关系。故而，万历时期，沈璟与曲坛知名曲家的关系更多体现为文人之间的雅集赏的

形式。例如，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冯梦龙《双雄记》杀青，即就教于沈璟，请其“倾怀指授”
［17］

。又两年(1608 年)初夏，沈

璟病中审阅王骥德《西厢记》杂剧校注，“谬假赏与”(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序》)。卜世臣创作《冬青记传奇》也时常向

沈璟请教韵律，故能做到“宫调按《九宫词谱》，并无混杂”(《冬青记·凡例》)。吕天成将“妙制传奇十帙及小剧”商兑于沈

璟，一一获得评点(沈璟《致郁蓝生书》)。所以王骥德说卜世臣和吕天成二人能得沈璟真传，“衣钵相承，尺尺寸寸守其矩镬”
［8］

165
。沈璟还与同郡曲家顾大典有“香山、洛杜之游”

［8］165
，也表现为曲家引为知音，游赏清玩的形式。这些皆表明沈璟在世时期，

其曲学影响的达成及其曲学规范的对外传播，主要是通过文人之间的交游和个人影响力实现的。

沈璟居里期间实现“个体扩散”曲学影响的同时，也孕育出“家族传散”沈氏曲学的新路向。“家族传散”的第一步是沈璟

家居期间，营造出良好的家庭、家族曲学活动氛围。族裔的认同、追随、参与、模仿乃至实践，促成家族曲学文化传统的建立，

实现沈璟个体曲学向家族曲学的延展。正是有了越来越多族裔的参与，有了沈氏族裔表现出的“家学”整体成就和家族文化的

社会显示度，才将沈璟及沈氏曲学，由家族内部传散到整个江南迈出了关键一步。沈氏家学“家族传散”的第二步，是顺治年

间修订沈璟《南词全谱》。晚明传奇发展飞速，曲学日新月异，需要新质的更新，也需要填充既往文献与现实图景之间因时间推

移而形成的信息罅隙。《南词新谱》的编纂，举沈氏全族之力，广泛吸纳周边曲家共同参与，无论是过程的开放性还是成谱的实

效性，都巩固和延续了沈璟所开创的沈氏“家学”的文化传统和影响。这一事实也再次证明，家族传统在文化延续上表现出非

凡的稳固性和凝聚力。

如果说清初《南词新谱》的编纂是沈氏曲学“家族传散”的主阵地，那么，家族文化对江南曲学格局形成持续冲击力的动

力源泉，则是沈氏家族与江南世族的通婚。姻娅关系由于具有较之学缘、地缘、业缘更好的稳固性和持续性，已经成为明末清

初江南曲学文化传播新的衍生机制，其强大的文化更新功能，一改自明代中叶至万历年间江南曲家之间点点、点线互动的旧貌，

而形成以联姻为媒介、家族与家族交叉互动、网状铺开的新局面。这是沈氏曲学向外传散的又一层面。从沈璟时期至清初康熙

朝，吴中沈氏家族与江南诸多世族，如吴江周氏(周永年家族)、吴氏(吴溢家族)、梅氏(梅正妍家族)、陈氏(陈犹聃家族)、赵

氏(赵申初家族)、潘氏(潘柽章家族)、娄东王氏(王世贞家族)、上海潘氏(潘恩家族)、吴门袁氏(袁于令家族)互通婚姻，绵延

不断，显者如与吴江吴氏、周氏互有十对以上婚姻
［9］23

。若从曲学传播角度来看，与沈璟家族通婚的江南世族中最值得关注的是

吴江叶氏、秀水卜氏和吴江顾氏三家。

沈氏曲学通过姻亲关系向外传散，呈现出集中不同的形态。首先，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姻亲关系，能获得更为便捷的

机会进入家族内部曲学活动场所，不同家族喜好曲学的成员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个曲学交流的新场域。如叶绍袁《叶天寥年

谱·别记》记载崇祯十三年(1640 年)沈君张(自友)家乐演出情景:“沈君张家有女乐七八人，俱十四、五女子，演杂剧及《玉茗

堂》诸本，声容双美，观者其二三兄弟外，惟余与周安期两人耳。安期儿女姻也。”
［18］

在君张家乐演出现场，有吴江叶氏家族的

叶绍袁(即自友姊沈宜修的丈夫)，也有同郡周氏家族的周永年。周永年，字安期，娶妻沈氏(沈自友堂妹)，生三女，长女嫁沈

君若，仲女嫁叶绍袁子世偁，季女嫁沈自友子永禋
［9］251

。在姻娅关系上，周永年、沈自友、叶绍袁互为儿女亲家，又皆有周郎

之癖，引为同好知己。家族联姻使得同郡三个大世族中爱好相同的曲家治曲自娱，相互切磋，沈氏“家学”风气也潜移默化地

融入到叶氏、周氏家族文化之中，促成曲学在周边大姓世族的传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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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母舅沈氏家族成员良好的曲学氛围以及曲学修养，为姻娅关系世家子弟提供了陶冶学习戏曲声律的优越条件。例如

秀水卜氏家族最有名的曲家是撰有《冬青记》四种传奇和《乐府指南》的卜世臣(1572－1645 年)，其族侄卜不矜也是曲家。不

矜的母亲就是沈璟的妹妹玑卿，在母亲和舅父沈璟的直接影响和教导下，不矜“雅善音律”，族谱小传谓其得“沈词隐先生之传”
［19］

。不矜其父二南不为曲家，而他因得母舅沈璟的亲炙而具备非凡的曲学修为，此例充分显露沈氏家族文化通过姻娅关系对其

他世族产生的深远影响力。

再次，姻娅关系是以女子的嫁出与娶入为纽带的，沈氏“家学”传统能在江南享受如此高的地位，与族中出嫁的女性曲家

将沈氏“家学”扩散外传关系极大。清初戏曲家尤侗两次表达了对这一特殊群体的誉扬:“若吴江沈氏，固词人之渊薮也。……

诸子相与鼓吹，絺绣蔚然可观，乃至香闺彤管，亦题黄娟幼妇，何吴江之多才也。”
［2］

“词隐、鞠通两先生有先后订正《南词九

宫谱》，嗣是而君善、君庸、君晦、君服诸子各极一时之盛，乃至掐粉搓酥之辈亦擅偷声减字之能。……于是而吴兴骚雅遂已领

袖江南矣。”(尤侗《古今词选序》)在家族喜曲的风气和容纳女性成员参与曲学活动的大氛围中，沈氏女性曲家大量涌现，成为

沈氏家族输出“家学”传统的重要载体。笔者发现如叶氏、卜氏、顾氏等苏州府大姓望族娶了沈氏女子，其支系子孙往往就成

长为曲家，如顾氏同里支十一世顾祖宪娶沈家女，生沈来屏。来屏又娶沈自晋侄女蕙端，生顾其晖；又如卜氏家族十世卜二南

母亲为沈璟姑母，二南娶沈璟妹玑卿，生卜不矜。沈来屏、顾其晖、卜不矜都是知名曲家。这一现象说明颇具“家学”素养的

沈氏家族女性曲家的出嫁，成为营造夫族戏曲氛围和培养子弟曲学兴趣的重要推手。

即便有些江南世族的曲学传统并不一定来自于吴江沈璟家族，然沈氏女子的入嫁，却能在顾氏子孙获取家族曲学滋养的同

时，又提供另一曲学新源头。这一源头带来了本家族之外新的文化基因，有充实、更新之功。祖母、母亲在融合夫家和娘家家

族文化之余，其背后所表现出来的“母性”的温润，能让家庭文化的教育和传承产生有别于“父祖系统”文化别样的熏陶、教

化效果。譬如沈璟侄女沈宜修为代表的沈家女性曲家，在世族通婚关系中所体现出来传播沈氏“家学”独特功能和建构家族之

间曲学活动圈的魅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相关成果已多，在此不赘。

沈氏与江南世族的联姻中巩固了沈璟曲学领袖的地位，但同时应该看到的是，明末清初世族之间的曲学交流，不单表现为

沈氏与其他家族的双向流动，而是呈现世族大家相互姻联网状结构下的多向互动。如沈蕙端是“沈巢逸孙女，伯明(沈自晋)侄，

卜大荒甥，顾来屏内人”(《南词新谱》“古今入谱词曲传剧总目”)，不仅其本人“精曲律”
［20］

，其娘家族亲、夫家族亲以及母

系族亲皆是曲家，沈蕙端一人的婚姻联接了吴江沈氏、秀水卜氏、吴江顾氏等大家族。世族与世族之间的多向族际交流，形成

了明末清初江南曲家谱系的立体网状图谱，最终“使这些不同家族中嗜好词曲的士子逐渐汇聚成以吴江沈氏曲家为中心的曲家

群体”
［9］133

。由错综复杂的婚姻连缀起来的曲家网络，在长时间的互动交流中形成大致相近的曲学风气，他们的理论建树和实践

代表了江南曲学最高成就，他们的曲学爱好和实践引领江南地区缙绅阶层的风尚潮流，最终催生明末清初江南曲学的新貌。

综上所论，明末清初是中国文人戏曲发展的高峰期，文人将中国戏曲艺术推向了至为精妙之境地。文人曲家对明传奇曲体

和文体的双重改造以及家乐场上艺术的独特贡献，确立了中国戏曲更为精致完备的曲体和文体规范。尽管这时声腔涌起，多个

声腔剧种表演形态“万殊”，然万变不离戏曲文体、曲体之“宗”。曲之“宗”的制定者、维护者和承继者，正是类似如沈璟及

其族裔的万千曲家。

曲家是戏曲进程的主角，离开曲家谈曲学的格局，即如撇开时代背景来考量曲家的贡献和地位，总归是与事实的“间离”

和隔膜。只有把沈璟及其族裔放置到明末清初江南曲学大格局中予以考察时才会发现，沈璟的曲学功绩很大程度是通过族裔纂

修《南词新谱》以及在联姻过程中将其发扬光大的。沈氏族裔通过《南词新谱》的纂修和世族联姻的“曲学传散”，对明末清初

的江南曲学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直接催生了家族曲学承传、扩散的新模式。故而，对居于曲坛中心的沈璟予以整体关照，势

必有助于我们全面客观认识明末清初江南曲学格局的异动和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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